
「2019 Win the PRIDE：用指標說故事」競賽文稿 

 

挪威、瑞典、芬蘭的勞動社會對話對臺灣之啟示 

 

 

林本然、沈恩佑、王曉輝 

 

 

 高中生組 

 大學生組 

 研究生組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019「Win the PRIDE：用指標說故事」競賽文稿 

 

 1 

壹、前言 
 

 尊嚴勞動的浪潮在近年內迅速地襲向全世界，現今在各個領域幾乎都包含了尊嚴勞

動的觀念，在經濟發展之餘，也開始關注勞動力的權益。尊嚴勞動是一個由國際勞工組

織提倡，定義尊嚴勞動可細分為保障工作權利、創造就業機會、拓展社會保障以及推廣

社會對話四大指標（1），為了創造平等且有尊嚴，安全且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所衍生的新

概念。但是在近年的臺灣社會中，勞資雙方衝突的問題顯得非常嚴重，從中華航空、長

榮航空的罷工事件和部分企業的無預警裁員來看即可得知。在四大指標中的排名中，臺

灣的社會對話也排最後面，可見臺灣勞資對話急需改進。 

 在近幾年內，國內增加了許多關於勞工的法條，好比年金改革、一例一休，以及對

勞動基準法的修正，其目的皆為落實對工作環境的改善。但是，在看到了社會輿論對新

政策的批評、媒體對法規修正的批判後，不禁令人疑惑：臺灣是個經濟表現良好且人權

意識高的社會，但為何臺灣的尊嚴勞動卻不比其他國家好，經常被批評勞工權益糟糕？

這些政策對於勞資環境是否有改變？狀況真的像媒體與大眾所說的糟糕嗎？因此，本研

究將把臺灣的社會對話能力與挪威、瑞典、芬蘭三個將社會對話做得最好的國家進行比

較，討論挪威、瑞典、芬蘭的社會對話中值得臺灣學習的地方。 

 

貳、尊嚴勞動指標、經濟發展和社會對話的排名  
 

 田玉霞（2014）認為尊嚴勞動指標的排名可以由以下四項指標的排名加總後平均而

得：「保障工作權利」、「促進就業」、「社會安全保障」、「社會對話」等指標。其

中，「保障工作權利」指標是由「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女性相對男性失業率之比」

和「女性擔任民意代表及管理人員、專技人員的比率」三項資料而算得；「促進就業」

指標是由「勞動力參與率」、「失業率」、「就業率」和「Gini 係數」算得；「社會安

全保障」指標是由「公共社會支出占 GDP 的比率」和「長期失業者占失業者的比率」

算得；而「社會對話」指標則由「工會成員占全體員工的比率」和「受僱者工時過長比

率」求得。另外，經濟表現的排名是由「人均 GDP 成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算得（2）。 

 參見圖一，可得知尊嚴勞動指標前三名的 OECD 會員國分別為挪威、瑞典和芬蘭。

而挪威和瑞典在經濟表現為第 2、3 名，表現良好，但芬蘭在經濟表現方面則差了一點，

居於第 11 名，不過仍屬世界經濟表現的前段班。我國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在與 OECD 會員國比較後排名第 4。但尊嚴勞動的排名僅第 19 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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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田玉霞（2014）。尊嚴勞動指標建構與研析。主計月刊，707，頁 80-90 

圖一、尊嚴勞動及經濟表現整體排名 

 

 而在尊嚴勞動指標的四大指標中，臺灣在社會對話的排名又屬最差，如表一，臺灣

僅排第 20 名，且社會對話指標的前三名與尊嚴勞動指標的前三名相同，可見挪威、瑞

典和芬蘭在尊嚴勞動中的社會對話做得很好，但臺灣卻做得最差，拉低了臺灣在尊嚴勞

動指標上的排名，凸顯臺灣在四大指標中最需要加強的部分為社會對話。 

 因此，本研究試圖針對四大指標中的「社會對話」指標來探討，檢討臺灣哪些部分

有待加強，且以挪威、瑞典、芬蘭三個社會對話做得最好的國家為借鏡，學習他們的政

策，改善臺灣的社會對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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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社會對話排名 

 

 

 

 

 

 

 

 

 

 

 

 

 

 

 

 

 

 

 

 

 

資料來源：田玉霞（2014）。尊嚴勞動指標建構與研析。主計月刊，707，頁 80-90 

 

參、社會對話的定義 
 

 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中，社會對話是由政、勞、資三方進行有關經濟利益、工作

權利的諮商或會談，其討論形式沒有太大的拘束，故國際勞工組織也沒有一個量化標準

以定義社會對話的好壞程度。許多的學者為了研究社會對話而將其分為幾個指標量化計

算，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立論。比如田玉霞（2014）從「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和「工

會組織率」著手計算（2），彭百崇等（2007）從「團體協約覆蓋率」來作計算（3），楊于

函（2011）則將「團體協約覆蓋率」和「團體協約簽訂率」定為社會對話指標之一（4），

且以上 4 個指標都有與社會對話一定程度的相關，故本文將一一探討臺灣在以上四個指

標的表現與挪威、瑞典、芬蘭相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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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的社會對話與挪威、瑞典、芬蘭的差異 
 

 本研究採用各個不同學者所訂定的指標分析社會對話的能力，包括前文所提及的

「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工會組織率」、「團體協約覆蓋率」與「團體協約簽訂率」

4 項指標。依臺灣、挪威、瑞典、芬蘭在不同指標的表現來分析社會對話的能力。 

 

一、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 

 

 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定義為「週工時超過 50 小時的勞工佔全體勞工的比率」，工

時過長，代表資方與勞方欠缺溝通或是勞方沒有反應的管道，導致勞方接受不合理的工

作時間，此指標雖與社會對話沒有直接關聯，且此指標使用率並沒有很高，但也可視作

勞方與資方對話不佳的程度，作為衡量社會對話指標的參考資料。 

 參見圖二，此為挪威、瑞典、芬蘭和我國的每人平均年工時（年工時為週工時乘以

52），可以看出臺灣的每人平均年工時明顯高出另外三國許多，顯現出我國的勞工工時

過長，而且在近 8 年皆是如此。因此我國資方在勞工的工作時間上仍須多加留意，政府

也需推動能更有效降低工時的政策。 

 

 

 

 

 

 

 

 

 

 

 

 

 

 

 

系統編號：ML10305-007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勞動部 

圖二、就業者平均每年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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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臺灣的每人平均年工時上過高，但看到工時過長比率，其實近年是有所改善的。

根據圖三所示，在 2014 年，臺灣的受僱者中有 11.1%的人是工時過長的，相較於挪威、

瑞典、芬蘭，臺灣皆是遠遠落後。挪威、瑞典、芬蘭三個國家在近年內皆把受僱者工時

過長比率控制在 4%以內；而臺灣在 2014 年後比率是逐漸下降，2018 年下降到 5.9%，

逐漸接近挪威、瑞典、芬蘭的比率，雖然還有一小段距離，但也相去不遠，期盼此趨勢

可延續下去。 

 

 

 

 

 

 

 

 

 

 

 

 

 

 

資料來源：OECD Statistics 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研究者自行合併） 

圖三、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 

 

二、工會組織率 

 

 工會組織率的定義為「工會成員占全體員工的比率」，工會成員越多，其實也代表

著勞工團結意識越高，更有可能出現集會、罷工此種能反映勞方訴求的行為，這同時也

代表了該國家進行的社會對話較多，有利於勞資雙方更深入的溝通。因此，工會組織率

也可作為衡量社會對話的其中一項指標。 

 觀察圖四，可以發現挪威、瑞典、芬蘭在工會組織率的表現上仍是前三名，顯見其

社會對話的完善程度，與 OECD 會員國相較之下，臺灣的工會組織率竟是其中的倒數！

在 2018 年，臺灣僅有 7.6%的工會組織率（企業工會加產業工會），與最高的瑞典 64.9%

整整落差了一大截，證明了臺灣在勞方和資方之間缺乏溝通管道，且勞工的人權意識仍

不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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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ML10305-0087（OECD 會員國資料為研究者併入） 

資料來源：OECD Statistics 及中華民國勞動部 

圖四、OECD 會員國與臺灣的工會組織率 

 

三、團體協約覆蓋率與簽訂率 

 

 團體協約覆蓋率的計算方式為「團體協約覆蓋的勞工人數」除以「計算範圍內受僱

勞工人數」乘以 100%，此比率可以得知受到資方與政府簽訂的契約而有所保障的勞工

人數占全體員工的比率，視為政、勞、資三方溝通的完善程度。團體協約簽訂率則定義

為「團體協約簽訂的數量」除以「工會數量」乘以 100%，此指標可以顯示出勞工組織

的對話能力，當比率越高，代表該國的勞動組織對話的能力也越高
（4）。但因為各國在

此兩指標上取得統計資料的方式不一，故找到的資料較不齊全。 

 以上兩個指標皆是以團體協約作為衡量社會對話能力的基準，內涵也很相近，使用

兩個指標一起看則是因為有部分國家的狀況是一份團體協約能一次保障許多的受僱者，

此種情況下若只著重於一項指標，在對話能力的計算上可能會有誤差，故兩指標一起搭

配著研究更能精確得到一個國家社會對話能力的好壞程度。 

 外國的資料多以「團體協約覆蓋率」的公式所計算，如圖五所示。可以看到挪威、

瑞典、芬蘭在此指標的表現上仍有一定水準，而芬蘭的數據甚至有 90%以上，高出 OECD

的平均許多，顯見其大多數勞工的權益都受到政府和資方的保障。但此指標與社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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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名有些許差異，原因即是並沒有配合「團體協約簽訂率」一起分析，導致圖中的第

一名為法國（法國的團體協約多為一次涵蓋到大範圍受僱者的權益）。 

 

 

 

 

 

 

 

 

 

 

 

 

 

 

資料來源：OECD Statistics（研究者自行繪製） 

圖五、OECD 會員國的團體協約覆蓋率 

 

 臺灣並沒有團體協約覆蓋率和簽訂率的統計資料，但有其計算所需數據。不過楊于

函（2011：95）認為（4）： 

 

 檢視臺灣現行企業對話實務，團體協約通常簽訂數為一，故其覆蓋率公式即為其企業別工

 會密度的計算方式。 

 

 意即一份工會所簽的團體協約可以保障該工會的所有成員，則公式會變為「所有工

會的成員」占「該企業／產業所有受僱者」的比率，即與工會組織率相同。因此，本文

即以「工會組織率」的數據當作臺灣的「團體協約覆蓋率」。「團體協約簽訂率」則依

照計算公式計算，而計算範圍的層級為企業與產業加總（因外國的計算範圍是企業與產

業加總，前文的工會組織率範圍亦同）。 

 如圖六，我國的「團體協約覆蓋率」（即工會組織率）與 OECD 會員國相較之下是

排名最後的，但是若以「團體協約簽訂率」來看的話，臺灣的社會對話能力近年大大的

提升，贏過了許多會員國，2015 年起即已超過了 OECD 會員國「團體協約覆蓋率」的

平均值 32%，證明了臺灣在勞、資、政三方溝通這一方面其實還是有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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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勞動部（研究者自行繪製） 

圖六、我國的團體協約覆蓋率及簽訂率 

 
伍、瑞典、芬蘭、挪威在社會對話上的努力 
 

 在「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工會組織率」、「團體協約覆蓋率」與「團體協約

簽訂率」四項指標上，瑞典、芬蘭、挪威的表現都明顯勝過臺灣。他們的社會對話發展，

其實是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累積的，他們的對話模式也是臺灣尚未達成的，透過這些模式

與政策，造就了協商能力完善的社會。 

 

一、瑞典模式 
 

 瑞典在集體協商上採政府直接介入勞資雙方對談，形成三方對談為主的模式，且政

府以仲裁的方式介入勞資雙方。在 1938 年瑞典總工會與雇主聯盟達成了「和平協議」，

奠定了瑞典模式的基石，包含每隔一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勞資談判、工會堅持的「團結

工資」，平均分配所得，以及全面就業政策比提高工資更優先（5）。奠定了近 40 年的經

濟穩定。 

 瑞典模式其實受到執政黨很大的影響，這也是為何瑞典的社會對話如此成功的因素

之一，因為勞方與政方保持良好的關係。不過即使關係良好，政府的立場仍然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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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雙方保持共存與合作（6）。在這樣的模式下，使得經濟和社會目標可以在較和諧的

狀況下完成。雖然在貿易全球化後，對資方太過有利，導致瑞典模式逐漸不適用（5），

但瑞典模式在和平協議的內容之實行與其中工會與執政黨保持的良好關係等特點上還

是表現很好。 

 

二、芬蘭的「勞、資、政三方協商」 

 

 勞、資、政三方協商是芬蘭現在使用的模式，對於這個模式，Ilkka Taipale（2008）

認為（7）： 

  

 根據這個模式，雇主、勞工和政府可以做策略選擇，三方共同針對利益衝突的地方作出調

 整，並將環境的因素，如經濟、政治、社會安全及財政政策考慮進去。同時，也要考慮到

 全球競爭的挑戰，所得出的結果就是「所得政策同意書」( Incomes Policy Agreement)，

 根據這份同意書，各個不同產業的工會再與其雇主經由集體協商而產生各項薪資與福利議

 定者後，交由各相關職場實際執行。 

 

 在這個模式下，芬蘭分別在 1945 和 1968 年產生了第一份三方同意書和第一個所得

政策同意書「利納馬」。除了勞方和資方的協商外，芬蘭政府也利用了價格和工資法，

以確立協約的效力（7）。此種模式因為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社會安全、政策，因此國家

能穩定經濟、雇主和勞工也能取得自己所需的利益。如圖七，此指標算式為「收入前 20%

高的族群分配到的所得」除以「收入後 20%低的族群分配到的所得」，因此指數越低，

代表該國所得越平均。圖中可見芬蘭的所得分配與其他國家比起來是相當平均的，貧富

差距也小，這也歸功於芬蘭的政策，因為政府直接介入協商，所得分配也在政府訂定的

工資法保障的範圍，讓芬蘭成為了福利最好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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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EU10207-0305 

資料來源：Eurostat 

圖七、所得分配不平等 

 

三、挪威的三方協商機制 
 

 挪威的三方協商機制與芬蘭非常相似，皆以勞方、資方、政府加入協商。而在此模

式下，勞、資、政三方在此模式中地位都是獨立的，可以確保弱勢方的權利不被削弱，

且因為政府的加入，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可以充分考慮到工資與勞動力就業的問題，也

讓受僱者分配到的所得相當平均，與芬蘭不相上下。且挪威透過國家的高稅收促進社會

公平，充分保障了勞動力就業（8）。參見圖八，挪威的就業率是非常高的，數據遠遠高

過 OECD 會員國的平均 65%。2014 年，挪威有 75%的勞動力都有就業，可見其社會對

於勞動力就業問題的保障良好，這也使得挪威的生產力仍然保持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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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OE10209-0188 

資料來源：OECD 

圖八、就業率－總計 

 
陸、臺灣目前在社會對話上的努力與改進 
 

一、臺灣社會對話的現況 

 

 現在的臺灣有「勞資三法」和勞資會議、團體協約的運行，其目的皆在於保障協商

順利進行，但是就現況來說，勞資協商出的內容並非強制，效力並不能完全保障協約的

實行。 

 

（一）勞資三法 

 

1. 工會法 

 關於工會組織的規範，自工會成立以來，就是為了爭取勞工權益。臺灣的工會法有

以下幾個重點：解決勞資糾紛，並提出勞動法的修改或訂定，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

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保障工會成員的升遷機會，不會受到資方的不當待遇，且資方

不得限制工會成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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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協約法 

 為了保障工會和資方可以順利協商，此法規定資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而且

資方應該提供協商必要資料，避免工會淪為形式主義（10）。 

 

3. 勞資爭議處理法 

 此法規範了勞資爭議的法律處理程序，由其中一方聲請調解，若調解雙方不滿，可

聲請仲裁，若資方違反工會法當中保護公會成員的法條，得向中央管理機關聲請裁決
（11）。 
 

（二）勞資會議與團體協約 

 

 臺灣的勞資會議使勞資雙方得以透過溝通對話，促進勞資合作，並解決爭議。依勞

動基準法規定，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又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勞資會議

至少每 3 個月舉辦一次。近年來，由於勞權意識抬頭，再加上政府的推動，許多企業開

始舉辦勞資會議，由表二可看出勞資會議實施次數有上升的趨勢，也能得知勞資雙方對

談的意願增加。 

 

表二、我國勞資會議實施之次數概況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勞動部（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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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勞資會議的相關規範目前仍無強制性，其決議亦無法作為請求權基礎訴請

資方履行（12）」，使得勞資會議時常淪為形式，而沒有實質的幫助。因此，勞資雙方協

商最重要的即是簽訂團體協約，就《勞資爭議處理法》而言，其精神也是希望促成團體

協約的簽訂，因為團體協約可以形成實質的效力，且可以共同約定勞動條件和其他勞資

雙方共同遵守之事項。勞動部為了鼓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研訂了「獎勵工會簽訂團體

協約實施要點」，針對符合資格的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發給獎勵金。此點不失為促進

社會對話的好方法。 

 

二、臺灣可從挪威、瑞典、芬蘭學習之處 

 

 挪威、瑞典、芬蘭在社會對話上的政策有許多是現今的臺灣尚未做到的，其中包含

了瑞典勞工爭取的「團結工資」、芬蘭和挪威的所得平均分配、三個國家都具備的「政

府加入協商」的模式。不過對臺灣來說，有適用於臺灣的政策，也有不適用者。 

 

（一）借鏡團結工資和所得平均分配？ 

 

 研究者認為，團結工資和所得平均分配概念相似，結果皆能使貧富差距變小。但臺

灣可能不適合這樣的政策，因為此政策是建立在國家有高福利政策的情況，政府才能將

稅收提高，進一步實現所得平均分配的理念。但臺灣的福利政策不如北歐，稅率也相對

低，在臺灣的經濟模式下可能無法實現。 

 

（二）學習「勞、資、政三方協商」 

 

 三方協商在挪威、瑞典、芬蘭三個國家中的發展卻非常值得臺灣的政府學習。 

現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勞方成為弱勢的一方，許多勞動政策是先由工會主動發起，

但在雙方爭議中，由於地位些許不平等，會無法真正滿足勞方需求，或者造成資方不履

行約定的狀況。若建構出三方協商的模式下，政府可以透過不斷修法，並適當運用政策

與政府強制力介入，來改善勞資關係，並能在勞資政策上制定出完善的法律，來保障勞

動條件。因此研究者認為臺灣能從挪威、瑞典、芬蘭的協商模式中學到最多的，即為三

方協商的建構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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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尚須努力的地方 

 

1. 政府在協商中的角色定位 

 

 臺灣的社會對話模式最需思考的一點是：政府在現今協商機制中的角色為何？在三

方協商中，政府作為一個中立者，目的即是強化團體協約的實行，且監督勞資會議避免

其淪為形式，根據勞資雙方的需求，政府要學會即時的做出回應。有了三方協商的基礎，

也會帶出就業率高或貧富差距小等正面效果。以臺灣來說，加強現有的勞資三法及與勞

資會議相關法規的強制力，就對勞資協商有很大的幫助。 

 

2. 勞方與資方的和諧溝通 

 

 而三角關係中，勞方也必須爭取自身權益，以和諧的方式向資方提出訴求，例如：

（1）受僱者工時問題：可藉由雙方協商，加入政府此中立角色，等勞資雙方達成協議

後，再由政府立法規定之。（2）工資相關問題：將協商後的結果經過政府立法保障，

能有效加強勞資協商內容的效力。資方在發展經濟時也須顧及勞方的訴求，給予合理的

待遇，如此，協商才能實行其目的。 

  

柒、結論 
 

 綜觀臺灣在社會對話上的表現，雖然在社會對話的各指標上都差強人意，但是近年

來其實有逐漸變好的趨勢。以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和團體協約簽訂率來看，其實都可以

看出臺灣勞資的對話能力有邁入佳境的情況。但是，本研究認為要擠身社會對話能力排

名前幾的國家仍有很大的空間要努力。 

 以臺灣目前的社會對話政策來看，其實勞資雙方的對話有進步，但政府並沒有有效

地幫助協商。觀察挪威、瑞典、芬蘭，三個國家的工會、雇主聯盟、政府的地位是相互

平等的，彼此經過協商後各取所求，互相照顧到彼此的利益，使得國家競爭力強大。臺

灣的政府應該多加思考如何適當的介入勞資雙方的協商，應該要以中立且有效使契約履

行的角色加入；臺灣的資方在資本主義的潮流下，也要顧及到勞方的權益，好比工時與

工資；而臺灣的勞方要多加的爭取自己的權益，但是是以和諧的方式。外國有許多的勞

工權益是在幾十年間勞工陣線不斷的爭取才產生的，透過三方協商，政府和雇主陣線皆

能有效聽到勞工們的訴求。 

 在臺灣經濟發展蓬勃之餘，也當思考國家的生產力─勞工們的權益，建構出一個具

備完善對話能力與協商機制的社會，才能使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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